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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方政治学界对于“定量霸权”的
反思与批判

∗

葛传红∗∗

内容提要 定量研究已经成为西方政治学界(尤其是美国政治

学界)的主要研究方法,但也出现了“定量霸权”的局面.同时,定量

方法日益繁杂、深奥,出现为定量而定量的状况,并且定量学者的学

术著作日益“小众化”和“圈子化”,定量研究的弊端日渐显现.为摆

脱“定量霸权”,西方政治学界开始反思并批判政治学领域里定量思

维的统治地位.一些西方政治学者认为,政治定量分析存在种种不

足,政治学研究必须摆脱“物理学嫉妒”.另外,也要认识到政治学研

究已经形成了两种独特的文化即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,两者分别具

有各自独特的研究程序和研究逻辑,本质上两者并不存在彼此对立

的关系.为超越“定性—定量鸿沟”,政治学者必须摆脱对特定方法

论的盲目崇拜,要以问题为导向,以问题去选择研究方法,而不是从

研究方法去选择研究问题.

关键词 政治学理论 研究方法 定量研究 定性研究 定量霸权

“定量—定性鸿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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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,政治学定量研究方法在美国起步很晚,直到１９８６
年才成立了旨在推动政治学定量研究的“政治学方法协会”(SocietyofPolitical
Methodology).经过近３０年的突飞猛进的发展,政治学定量研究已经在深度

和广度上超过了诸如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.

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起,政治学研究就开始了“科学主义转向”的历程.刚开

始受到经济学的影响,从研究方法到研究议题都开始借鉴经济学,并模仿经济

学的研究语言和研究范式.比如,经济学研究中有“经济人”假设,而政治学研

究则有“政治人”的概念与之呼应;后来又受到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影响,政治学

研究开始向社会学借鉴理论和方法,甚至还催生了一门新学科———“政治社会

学”.总之,政治学研究已经历了从理论到方法、从研究议程到研究范式的全

面转型.

多年来,定量研究方法成为西方政治学(尤其是美国政治学)的主要研究

方法.① 当然,这不仅仅是美国政治学界的时尚,它也是国际学术界的一种趋

势,并日渐形成了一种“方法论霸权”.于是,人们发现政治学论文和专著中充

斥着大量的统计学和方法论术语,而定量方法论学者则辩解称他们使用的是

定量语言而不是政治学语言,或者说是政治学的一种新语言.当然,这种新语

言也立即被冠以“科技英语”的新名号,并被用来指称这个政治学发展的新趋

势.② 与此同时,这种新的写作风格也迅速地影响到了审稿人、编辑和读者.

学界普遍认为,论文和专著发表的“选择机制”也间接地促成了这个潮流,因为

只有这种风格的文章才容易发表.③

毋庸讳言,运用数学方法研究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,定量方法具有不可替

代的优势,它不仅可以通过各种统计数字描述和揭示一个社会或众多社会现

象间的关系,也可以通过推断局部以知道总体的状况.同时,定量研究还具有

逻辑上的严密性和科学性,在结论的呈现上也具有高度的精确性和简洁性.

然而,“定量霸权”的形成却有可能蚕食一个学术界的重要共识———方法的多

样性.早在 １９６９ 年,美国政治学会主 席、哥 伦 比 亚 大 学 政 治 学 教 授 埃 尔

默谢特施内德(EimerE．Schatterschneider)就警告说“政治学领域内的行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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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义革命”有可能将我们带入一种可怕的前景———“围绕一个虚空,有堆积如

山的数据.”①另外,由于定量研究采用复杂统计方法,结果让政治学研究变得

越来越难以理解,并日益小众化.无疑,政治学研究已经笼罩在“定量霸权”的
阴影里,这显然与政治学的包容性趋势是背道而驰的.

本文就以西方政治学(尤其是美国政治学)发展进程中的“定量霸权”为研

究对象,主要通过对学科历史和批评文献的钩沉,运用文献分析法对其形成、

发展、存在的弊端,以及西方政治学界对其批判与反思进行梳理和分析.

一、“定量霸权”的形成

纵观政治学的学科史,一般认为,自从２０世纪以来,政治学经历了三次高

峰:第一次发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(１９２０—１９４０),被称之为“芝加哥高

峰”,②其主要特点是实证研究的兴起,侧重于定量研究;第二次高峰出现在第

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十年,其主要特点是行为主义的传播,注重政治学科的专

业化;第三个高峰是近年来勃兴的理性选择/方法论个人主义,其主要特点是

注重逻辑演绎、数学方法及模型建构.③ 可以说,政治学发展进程中的这三个

高峰都不同程度地推进了政治学定量研究的发展.

(一)“定量霸权”的先声

不可否认,长期以来,定性研究方法似乎一直进展不大,要么是历史分析、

要么是档案钩沉或是特殊案例的剖析.对于后者,定量学者轻蔑地称之为“逸
闻趣事式的研究”(anecdotalresearch).④ 因此,一些政治学者试图使政治学

研究数据化以显得更加科学化.

定量方法发轫于１９世纪晚期,当时还没有计算器、计算机和互联网,因
此,工作开展起来很困难,虽然当时的定量方法通常只是一些简单的统计,但
人们认为已经过于复杂.尽管早期的定量研究受到计算手段的制约,但还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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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得了相当程度的进展.在２０世纪早期,美国芝加哥大学盛行行为主义,政
治学者哈罗德高斯奈尔(HaroldGosnell)和他的学生赫伯特西蒙(HerＧ
bertSimon)联手将“随机试验”(randomizedexperiments)和“因子分析”(factor
analysis)引入政治学研究.与此同时,其他一些统计学家如美国劳伦斯大学政

治学教授比尔里克尔(BillRiker)和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唐斯托克斯

(DonStokes)也呼应这一潮流,并呼吁政治学研究要从其他学科借鉴一些先进

的研究方法.①

大约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始,一些经济学家就开始涉足政治学研究的领

地———如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(KennethArrow)、布鲁金斯

学会资深研究员安东尼唐斯(AnthonyDowns)、苏格兰经济学家邓肯布

莱克(DuncanBlack)、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詹姆斯布坎南(James
Buchanan)、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戈登塔洛克(GordonTullock)及马

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曼瑟尔奥尔森(MancurOlson)等———他们尝试使用经

济学模型和方法来分析选举、投票及利益集团的政治行为.这种方法一经使

用,便迅速风靡了政治学界,因此,有学者认为,“(定量研究)已经从根本上对

政治学科在研究政治与训练学生方面该如何前进提出了挑战”.②

此种方法以经济学的原理和假设为前提,认为人类是理性的、短视的、物
质上自利的最大化者,因此,在一些支持者心目中,量化研究方法也为政治学

勾勒了“统一标准的”和“不断积累的”科学发展前景.研究议题也五花八门,

从“决定购买什么”“以什么价钱购买”“把票投给谁”到“要生几个孩子”,以及

“如何形成联盟”等等,不一而足.对于此种学术潮流,奥尔森兴奋地写道:“实
现了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统一(当然也包括政治学).”这些理论选择学者

们高度自信,并希望在有些方面“人人都要这么做”.③

真正的定量革命来自于计算机的发明,定量分析开始变得简便和容易:以
前需要人工计算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数据,如今在计算机的运算下只需要

很短的时间.一时间,定量研究学者出现井喷现象,数量急剧膨胀,他们互相

切磋经验、无偿分享数据,视“美国全国选举研究”(ANES)的原则为金科玉律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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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此同时,美国政治学传统刊物«美国政治学评论»也适时定量转向,迎接这一

新兴的学术潮流;斯托克斯则开始在«美国政治科学杂志»上开辟学术工作坊

(TheWorkshopSection)以推进定量革命;１９７４年,专门刊登定量研究论文的

学术杂志«政治方法论»(PoliticalMethodology)也开始问世发行.① 美国政治

学定量研究的繁荣局面似乎已经隐约可见.
定量潮流真正标志性事件是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亚当普沃斯基(Adam

Przeworski)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利特尤因(HenryTeune)两位

学者的推动.１９７０年,在«比较社会分析的逻辑»一书中,他们共同呼吁“必须

以变量来取代民族、国家和文化等概念”———即以“变量导向的方法”(variableＧ
orientedapproach)取代“案例导向的方法”(caseＧorientedapproach).② 该书是

两位作者参加“国际价值观研究”的成果,他们认为,“国家”“民族”“文化”等都

是“不真实的假设”(unrealisticassumption),因为这些本身都是非常独特的社

会,因此,“国家层面上的比较不是比较”.相应的解决之道是用“人均收入”
“人口年龄结构”“行业协会的集中度”,以及调查问卷等“理论变量”(theoretiＧ
calvariables)来取代那些宏观的概念.③ 换句话说,按照他们的逻辑,用密尔

(StuartMill)“求同法”和“求异法”指导的大量定性研究(国别研究)都失去了

合法性和科学性.
毋庸讳言,普沃斯基和特尤因的逻辑是强大的.美国政治学界也乘势开

始全面反思定性研究方法的不足:尽管定量研究所依赖的统计技术、概率论或

相关性等等都并非完美,但学界普遍认为,比之于定性研究的“决定论式的命

题”(propositionsofadeterministickind)还是一种可贵的进步.于是,针对定

性研究的缺陷,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克里斯托弗亚琛(Christopher
H．Achen)开出了一剂明确的“药方”———回归分析(regressionanalysis),此举

也被认为是美国社会科学概率论革命(theprobabilisticrevolution)的一个生

动注脚.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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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«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»一书对定量研究方法的推崇

为改进定性研究方法,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加里金(GaryKing)、
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罗伯特基欧汉(RobertO．Keohane)和哈佛大

学政治学教授西德尼维巴(SidneyVerba)合著«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»一
书,他们试图整合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,并把它们融合为一个共同的思维

逻辑.① 该书很快成为研究方法的经典,并作为社会科学类研究者学习研究方

法的首选教材.«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»一书指向非常明确,是为了提升定

性研究的学术质量,该书建议定性学者应该借鉴定量研究方法(特别是回归分

析).这个说法的潜台词在于:定量方法在某些方面确实比定性方法优越,因
此,定性研究学者必须遵循定量研究的方法和技术,而脱离了这些准则的研究

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学术价值.虽然,表面上,加里金等学者主张,两种研

究方法应该和谐相处,但在实际上却是“合一论”.尽管如此,在«社会科学中

的研究设计»中,加里金他们一再强调他们并不是要贬低定性研究,相反,是
要揭示两种研究方法中的“共通逻辑”:“(它们)之间的差别仅仅是风格和方法

论的不同”,但在本质上(它们)“所依赖的逻辑都是相同的”.②

正是在这种认为两种研究方法都具有相同逻辑的基础上,他们认为,定性

研究方法必须向定量研究方法看齐.也就是说,要把基于回归分析和相关技

术来进行因果推论的方法也运用于定性研究,否则便是不科学.三位作者还

进一步指出,“科学研究的内容是关于方法的”,换句话说“科学的内容并不是

研究的题材,而是研究的方法和规则”.③ 客观地讲,这个研究逻辑是迷人的,
在实践中也越来越成为西方政治学研究中必须遵守的准则.虽然,三位作者

特别指出:“无论针对何种研究问题,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之间都各有优势并

相互补充.我们不鼓励完全采用定量方法,因为通过量化数据进行统计学假

设检验的方式并非适用于所有社会科学研究对象”.④ 然而,西方政治学界普

遍认为,这个观点不过是客套话而已,目的是让他们自己显得不那么极端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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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“定量霸权”思维的扩散

由于«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»一书坚持定性与定量研究“只能有一个推

理逻辑”,结果该书甫一出版就引起比较大的争议.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大

卫莱廷(DavidD．Laitin)在第二年就撰文指责该书乃是“霸权式研究设计”
(hegemonicdesign)和“霸权式规划”(hegemonicproject),体现了统计学家对

定性学者根深蒂固的偏见与歧视.① 但是,«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»并不是一

本心血来潮的标新立异之作,在加里金看来,他早在１９８９年就“萌发了统一

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构想”,而其设想就是要用统计推论(statisticalinference)

来规范政治学研究.② 后来在面对学界批评时,三位作者还辩解称,希望常规

的统计训练能够促使学界形成共同的词汇,目的是要以标准操作(standard

practice)来规避偏差以促进学术界的交流.③ 从这种意义上来看,这三位作者

实际上都是理想主义者,他们渴望该书的问世能够促成一个学者的社群以便

去共同追求正确的知识———用政治学大师级人物阿尔蒙德(GabrielAlmond)

的话来说,“我们不用再‘分桌吃饭’(eatatseparatetables,指定量与定性的分

裂)了,我们将一起‘饕餮各色菜肴’”(toconsumeacrosscuisines,指多种方法

的融合).④

事实上,«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»中“一统社会科学”的企图饱受非议,至
于原因,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詹姆斯卡波拉索(JamesA．Caporaso)言简

意赅:一是统一意味着一定的标准;二是调和往往意味着征服(对定性研究而

言).⑤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定性研究学者失去了昔日的光彩,在学术研究上也

越来越处于被动,甚至于被孤立.然而,这种情形却无人同情,相反,美国南加

州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杰拉尔多蒙克(GerardoMunck)和加州大学戴维斯

分校国际关系学教授理查德斯奈德(RichardSnyder)还趁势倒打一耙地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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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,Vol．８９,No．２,June１９９５,p．４５７．



责“定性霸权也不可取”,因此,他们建议:一是必须消除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

之间业已存在的鸿沟,并搭建彼此进行沟通的桥梁(目的是为了向定量研究方

法合一);二是定性研究必须借鉴定量研究的优点和长处,并学着用数据说话

以增强研究的科学性.① 这一论证逻辑与«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»中的观点

如出一辙! 无独有偶,美国纽约大学教授梅斯奎塔(BruceBuenodeMesquita)

也直言不讳地指出,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都是科学研究方法,但总体上来说定

量研究方法优于定性研究方法.②

«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»一书中所阐述的观点或许颇有争议,但在西方

政治学界,“定量霸权思维”的渗透与扩张是一个不争的事实.

(四)量化成为发表的“利器”

面对着政治学界日益严重的定量化倾向和定性研究学者的困境,普林斯

顿大学政治学教授拉里M．巴特尔斯(LarryM．Bartels)将这种情形称之为

“定量帝国主义”(aquantitativeimperialism).③ 当然,这并不是一个偏激的说

法,实际上这个观点也得到统计数据的支持.

在对西方１２种影响因子较高的政治学研究期刊(主要是流行于美国和欧

洲的政治学期刊)进行分析后,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国际关系学教授丹尼

尔玛林涅克(DanielMaliniak)、威廉玛丽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苏珊彼得森

(SusanPeterson)和威廉玛丽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迈克尔J特尔尼(Michael
J．Tierney)等三位学者在２０１１年指出,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,定性研究和定

量研究基本上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———定性研究总体趋势下降,而定量研

究则“日渐呈现了非常显著的增长趋势”.(参见下页图)从中不难看出,在过

去的３０年中,尤其在近１０年内,定量研究方法已经取代定性研究方法成为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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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erardoMunckandRichardSnyder,“DebatingtheDirectionofComparativePolitics:AnAnalysis
ofLeadingJournals,”ComparativePoliticalStudies,Vol．４０,No．１,２００７,p．１２．

BruceBuenodeMesquita,“TowardsaScientificUnderstandingofInternationalConflict:APersonＧ
alView,”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,Vol．２９,No．２,１９９５,pp．１２１Ｇ１３６．

HenryE．BradyandDavidCollier,eds．,RethinkingSocialInquiry:DiverseTools,SharedStandＧ
ards(SecondEdition),Rowman& LittlefieldPublishers,Inc．,２０１０,p．８３．



表论文最主要的研究方法,占到５０％以上.①

图　１２种期刊发表国际关系文章使用方法百分比

资料来源:DanielMaliniak,SusanPeterson,andMichaelJ．Tierney,“InternationalRelaＧ
tionsintheUsAcademy,”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,Vol．５５,No．２,２０１１,pp．４３７Ｇ
４６４,转引自庞珣:«国际关系研究的定量方法:定义、规则与操作»,«世界经济与政治»２０１４年

第１期,第７页.

另外,美国路易斯安娜理工大学商学院教授巴里J．巴宾(BarryJ．
Babin)、肯纳索州立大学(KennesawStateUniversity)商学院研究员海亚尔(J．
F．Hair)和北卡罗来纳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勒斯(J．S．Boles)等三位学者２００８
年指出,定量研究方法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科学各学科发表论文的法宝.换言

之,定量研究方法大大提高了投稿的命中率.结果越来越多的学者学习并运

用定量研究方法.② 然而,定量研究方法也隐藏着巨大的学术危机,三位学者

谈到:因为许多审稿人本身并不熟悉定量方法,尤其是比较复杂的定量研究方

法,比如结构方程模型(StructuralEquationModeling,SEM)之类,但为了掩盖

自己的无知而故意放行有关稿件.因此,定量研究方法就可悲地沦为了投稿

５２１

西方政治学界对于“定量霸权”的反思与批判

①

②

转引自庞珣:«国际关系研究的定量方法:定义、规则与操作»,«世界经济与政治»２０１４年第１期,第
６—７页.这些刊物主要是: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 (APSR),AmericanJournalofPolitical
Science (AJPS),BritishJournalofPoliticalScience (BJPS),EuropeanJournalofInternationalRelaＧ
tions(EJIR),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(IO),InternationalSecurity (IS),InternationalStudiesQuarＧ
terly (ISQ),JournalofConflictResolution (JCR),JournalofPeaceResearch (JPR),JournalofPoliＧ
tics(JOP),SecurityStudies(SS),andWorldPolitics(WP).

BarryJ．Babin,etal．,“PublishingResearchinMarketingJournalsUsingStructuralEquationModＧ
eling,”JournalofMarketingTheory&Practice,Vol．１６,No．４,２００８,pp．２７９Ｇ２８０．



人“欺负”审稿人的“利器”.①

不仅如此,量化研究趋势也影响到西方政治学学者的再生产机制.从全

美目前５７个政治学博士点的培养模式来看,６６％的博士课程要求必修统计量

化课程,其中５６％以上要求至少修两门课,而只有９％的博士点要求必修定性

研究方法课程.②

显然,“定量霸权”已经在西方政治学界(尤其是美国政治学界)成型,并给

西方政治学的学科发展带来深刻的变革.传统的历史研究法、文献研究法、个
案研究法等研究方法正在迅速地被边缘化,甚至出现了非定量研究论文无人

问津的地步.
与此同时,定量研究学者与定性研究学者之间也开始出现巨大的鸿沟与

隔阂,甚至出现彼此轻视与谩骂.美国西北大学的政治学者贾奎林斯蒂文

斯(JacquelineStevens)的遭遇颇具代表性,斯蒂文斯是一位从事定性研究的女

学者,多年来对定量学者的歧视一直耿耿于怀,但一直找不到发泄怨气的机

会.③ 然而,２０１２年的夏天,在美国国会辩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(NSF)是否取

消对政治学拨款的时候,斯蒂文斯女士发表在«纽约时报»的一篇专栏文章向

定量研究学者投下了一枚震撼弹: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应该取消对政治学研究

的拨款,因为政治学定量研究学者已经沦落为“糟糕的天气预报员”(Lousy
Forecasters).④ 一石激起千层浪,斯蒂文斯的言论立即遭到众多大牌学者的

反击.比如,斯坦福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詹姆斯费隆(JamesFearon)和美国

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利法雷尔(HenryFarrell)等都先后撰写批

评文章,他们批评斯蒂文斯:“一个做定性研究的学者有什么资格批评定量研

究学者?”“反正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基金她也拿不到”“定量研究你懂吗?”⑤

然而,让定量研究学者非常伤心的是,２０１２年度审核２０１３年财政预算时,
美国众议院以２１８票赞成２０８票反对的微弱优势通过共和党议员弗雷克(Jeff
Flake)提出的针对«商业、公正、科学与相关机构拨款法»(Commerce,Justice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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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ling,”JournalofMarketingTheory&Practice,Vol．１６,No．４,２００８,pp．２８３Ｇ２８５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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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３１页.

JamesFearon,“GrievancesandCivilWar,”PoliticalScienceandJournalism,June２７,２０１２．
JacquelineStevens,“PoliticalScientistsAreLousyForecasters,”NewYorkTimes,SundayReＧ

view,June２３,２０１２．
HenryFarrell,“WhytheStevensOpＧEdIsWrong,”PoliticalScienceandJournalism,June２４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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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cience,andRelatedAgenciesAppropriationsAct)修正案,明确将政治学研究

排除在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范畴之外.①

诚然,上述法案的通过未必是定性研究学者的胜利,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引

起了学界对定量研究的反思.

二、反思“定量霸权”

事实上,针对政治学者刻意定量化、进行简单的回归分析,而忽视政治学

更加本源问题的争议由来已久.早在２０００年,一位匿名为“改革先生”(Mr．
Perestroika)的政治学者就发邮件给美国政治学会,要求改变美国政治学研究

“把玩数学符号而漠视实质内涵”的现状,他同时还呼吁“应恢复政治哲学在政

治研究中固有的核心地位”.② 然而,这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,远非一人振臂高

呼可以改变,包括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(RobertD．PutＧ
nam)及其同事西达斯考切波教授(ThedaSkocpol)在内的一些政治学大师

都对美国政治学过分科学化的倾向感到束手无策,同时,他们也相信美国政治

学研究已到了全面批判与反思的时候了.③

(一)反思批判«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»

１９９４年,当«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»出版时,美国政治学界议论纷纷,莫
衷一是,誉之者称之为“划时代的巨著”,而毁之者认为“这是一本定量学者不

必看(言外之意此书是‘小儿科’),而定性学者看不懂的书”.④ 面对如此两极

化评论,学者们发现美国政治学界业已存在的“定量—定性鸿沟”愈发扩大.
针对这种情况,１９９４年,美国政治学会年会组织专门论坛,对«社会科学中

的研究设计»进行评论.与会者对«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»一书提出批评.
美国加州大学(伯克利分校)的政治学教授亨利布拉迪(HenryBrady)直言

不讳地将«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»称之为一种说教(homily);拉里巴特尔

斯认为,«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»一书所推崇的统计推理根本无助于解决任

７２１

西方政治学界对于“定量霸权”的反思与批判

①

②

③

④

臧雷振、黄建军:«美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发展现状及趋势:新世纪初的新争论、挑战与反思»,«政治学

研究»２０１４年第４期,第８０页.
闫帅:«“政治学有用吗?”:美国政治学当前面临的学科危机»,«中国社会科学报»２０１０年第１３７期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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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认识论的复杂问题;美国威斯康 辛 大 学 政 治 学 教 授 彼 得  兰 格 (Peter
Lange)认为,定量分析根本无助于寻求通则性的解释.①

１９９５年,«美国政治学评论»也刊发了一组评论文章来评判这本饱受争议

的新著.很多知名的政治学教授都参与进来,比如,华盛顿大学詹姆斯卡波

拉索、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大卫科利尔(DavidCollier)、加州大学洛杉矶分

校罗纳德诺格威斯基(RonaldRogowski)、康奈尔大学西德尼塔罗(Sidney
Tarrow)、芝加哥大学大卫莱廷等,基本上都持批评或部分认可的态度.相

比之下,莱廷的观点颇为尖锐,在他看来,«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»实际上是

在“一统政治科学”(discipliningpoliticalscience),这势必会引起政治学界温和

派学者(定性学者)与占据主导地位的“死硬派统计学家”(hardＧlinestatisticians,
指定量学者)之间的争斗,而妄图用定量思维一统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企图“也不

过是一种乌托邦而已”;②而诺格威斯基的批评则更加严厉,在他看来,«社会科

学中的研究设计»不仅贬低了定性研究,也同时低估了理论创新,“«社会科学

中的研究设计»经文”不仅未刺激学术发展,反而还“瘫痪了政治学研究”.③

１６年后,为批判«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»,亨利布拉迪和大卫科利尔

编辑出版了«反思社会调查:多样的工具与共享的标准»一书,该书出版后很快

再版.在这部有多个学者共同撰写的论文集中,主要是围绕四个方面的主题

展开:方法论批判、定量批判、定量与定性传统及新工具与新标准.④ 多位学者

认为,经过十几年的时间检验,«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»一书的负面效应开始

显现:由于过分迷恋定量研究方法,现在政治学领域的研究充斥着简单的回归

分析和统计模型———“将复杂问题简单化”或是“将简单问题复杂化”,因此,将一

些本来很有意思的研究变得毫无意义.⑤ 几乎同时,另一个对«社会科学中的研

究设计»展开批判的是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与社会学教授詹姆斯马洪尼

(JamesMahoney),他认为,«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»自问世以来,由于强调用

定量方法来整合定性方法,“这本书阻碍了政治学的发展”.⑥ 不仅如此,马洪

８２１

«国际政治研究»２０１９年 第１期

①

②

③

④

⑤

⑥

DavidD．Laitin,“DiscipliningPoliticalScience,”p．４５６．
Ibid．,pp．４５４Ｇ４５６．
RonaldRogowski,“TheRoleofTheoryandAnomalyinSocialＧScientificInference,”AmericanPoＧ

liticalScienceReview,Vol．８９,No．２,June１９９５,p．４７０．
HenryE．BradyandDavidCollier,eds．,RethinkingSocialInquiry:DiverseTools,SharedStandＧ

ards(SecondEdition),Rowman& LittlefieldPublishers,Inc．,２０１０．
Ibid．,pp．２Ｇ１０．
JamesMahoney,“AfterKKV:TheNew MethodologyofQualitativeResearch,”WorldPolitics,

Vol．６２,No．１,２０１０,p．１２１．



尼还指出,如今美国政治学的发展已经进入“后«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»时
代”,对学术研究而言,书中的一些建议已变得过于简单、容易误导和不合时

宜了.①

值得注意的是,大约在同一时期,«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»妄图整合的定

性研究也取得长足进步,在方法论上日益推陈出新,并先后发展出了过程追踪

(processＧtracing)、模糊集(QCA)和概念分析等研究新方法和新技术.②

(二)摆脱“物理学嫉妒”

大概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,西方社会科学研究者就有一种深深的

“自卑情结”,美国罗彻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凯文娜  克拉克(KevinaA．
Clarke)和大卫普里莫(DavidM．Primo)将其称之为“物理学嫉妒”(physics
envy).③ 也许是出于一种根深蒂固的弱势心理,社会科学研究者常常觉得自

己学科也应该与物理学科一样是真正的科学,并可以使用后者的学科语言诸

如理论、实验和定律等来做自己的研究.这种“物理学嫉妒”通常具有这样的

思维:既然科学有一整套的研究方法,那么,他们自己的学科也应该采用.一

般程序是:首先建构自己的理论模型,随后提出研究假设,然后再检验假

设———假设若被证实,则理论模型就成立;若研究假设被推翻,则理论模型就

不成立.假如你的学科不是按照这种方法去操作的,那么,在很多人的心目

中,你的学科就是伪科学.这种模式也常常被称为“假设演绎法”(hypotheticＧ
deductivism),在社会科学诸领域内非常流行.④

在政治学研究领域内,«美国政治学评论»无疑是这种模式的头号倡导者,

它明确拒绝没有得到检验的任何理论模型.换句话说,不采用定量模型研究,

想在该刊上发表论文将会很难.可以说,“定量霸权”能够在西方政治学界根

深蒂固,该刊的公开倡导是一个重要原因.据詹姆斯马洪尼的统计,在最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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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amesMahoney,“AfterKKV:TheNew MethodologyofQualitativeResearch,”WorldPolitics,
Vol．６２,No．１,２０１０,p．１２２．

这些著作主要包括:AlexanderL．GeorgeandAndrewBennett,CaseStudiesandTheoryDevelopＧ
mentintheSocialSciences,Cambridge:MITPress,２００５;JohnGerring,CaseStudyResearch:Principles
andPractices,Cambridge:CambridgeUniversityPress,２００７;GaryGoertz,SocialScienceConcepts:A
UsersGuide,Princeton:PrincetonUniversityPress,２００６;CharlesRagin,RedesigningSocialInquiry:
FuzzySetsandBeyond,Chicago:UniversityofChicagoPress,２００８.

KevinaA．ClarkeandDavidM．Primo,“Overcoming‘PhysicsEnvy’,”theNewYorker,April１,
２０１２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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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２０多年里,«美国政治学评论»所发论文“定性研究文章不到总量的８％,而
所刊发的定量研究论文比例高达９０％”.① 结果是该刊所发论文的多样性越来

越差,给人一种非常单调的感觉;甚至在２００１—２０１１年这十年,完全没有刊发

定性(经验分析)研究方面的文章.针对这种情况,学界的意见也越来越大,或
许是出于一种妥协,从２０１２年起,该刊才开始象征性地发表了几篇定性研究

论文以示平衡.
然而,这种思维其实是一种严重错误并对社会科学的发展相当有害.因

此,在克拉克和普里莫两位学者看来,政治学者的首要任务是克服这种自卑情

结,并拒绝假设演绎法,真心去拥抱本学科真正的问题,才是解决问题的终极

之道.② 当然,他们的观点并不孤立,几十年来,西方社会科学界一直在反思这

种过分定量化的趋势.早在１９５５年,哈耶克(FriedrichA．Hayek)就在«科学

的反革命»一书中告诫经济学界过分定量化的倾向:“科学走过了头,会造成一

种相反的危险处境,即唯科学主义的支配地位阻碍着在理解社会方面的进步,
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.”③虽然,定量研究者一直标榜自己的研究是如何客

观和公正,但哈耶克指出:“唯科学主义观点不同于科学观点,它并不是不带偏

见的立场,而是一种带有严重偏见的立场,它对自己的题目不加思考,便宣布

自己知道了研究它的最恰当的方式.”④在实际操作中,人们往往发现定量研究

者由于过分追求研究的简约性(parsimony)而会省略变量,甚至会操纵变量,
但社会问题通常是极其复杂的,结果通过复杂的手段对变量进行控制后,他们

的研究常常脱离具体问题,又抛弃了历史和现实,最终使得他们的定量模型不

免流于故弄玄虚的学术炫耀:一方面让人眼花缭乱,另一方面又让人不知

所云.
其实,物理世界与人的世界有本质区别.物理世界的基本原则是惯性,因

此,人们可以预知物质世界将来可能的发展轨迹,但人的世界却是高度复杂

的:一方面,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生物;另一方面,人又是具有易变性和反思

性的生物,其结果就是对人的行为模式及其社会后果的预测变得异常艰难,更
不要说能够精确地量化了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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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政治定量分析的局限

虽然,在过去的几十年里,定量方法取得了很多进展,但常常却是在一个非

常狭窄的领域里实现突破,总体来看还是非常零星的和碎片化的,因而,定量分

析对整个政治学的发展(特别是理论发展)贡献很小.与此同时,西方政治学界

也意识到,过分的技术语言(特别是统计术语)往往并不意味着操作的科学性.

换句话说,定量研究固然有其辉煌的一面,但其局限也让人不得不深思.

１．定量研究故步自封.随着定量霸权思维在政治学圈内的传播与蔓延,

定量学界滋生了一种傲慢情绪.２００６年,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教授菲利

普斯罗德(PhilipA．Schrodt)就注意到这种现象,他断言,«社会科学中的研

究设计»中的“霸权思维”已经成为“正统派的标准经文”并在很多研究生课程

里被认为是“完美的、毋庸置疑的高端真理”,但实际上,这本书已经沦为“一种

统计的单一文化”.① 同时,斯罗德还指出,«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»所倡导的

定量思维的逻辑前后其实并不一致,因此,学生们基本上无法搞清楚这本书的

意义,而且还“由于故步自封,他们不认为自己的方法需要进行严肃地变革”,

其结果是在定量学者中间出现了一种“令人担忧的对于现状的满足感”.②

然而,比自满更加严重的后果是自欺.多年来,针对外界指责定量学者不

研究问题而奢谈方法的倾向,定量学界不仅不加以反省,反而变本加厉地认为

“好的政治学研究本来就是由方法来定义的,而不是研究的对象与问题”.③ 在

他们看来,科学研究重要的不是研究问题,而是研究方法,大有为方法而方法

的味道,其结果是,定量学者自欺欺人地将研究设计置于研究的中心位置.在

很多定量学者眼中,“如果研究设计有缺陷,那么,再好的洞察力也将失败”.

在这种意义上,«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»一书可谓直截了当.在三位作者看

来,政治学研究关心的不是理论的发展,而是理论的评价.④ 换句话说,方法论

乃是“元研究”(metaＧresearch),是研究的研究(researchaboutresearch),⑤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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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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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hilipA．Schrodt,“BeyondtheLinearFrequentistOrthodoxy,”PoliticalAnalysis,Vol．１４,No．３,
２００６,pp．３３５Ｇ３３６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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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ics,Vol．５１,No．３,２０１８,p．１．



治学重心则巧妙地从问题的研究转换为对方法的研究.对于这种倾向,斯坦福

大学统计专家、医学教授斯蒂文古德曼(StevenGoodman)的批评则颇具讽刺

性:“过去是上帝传递给子民以律法,而如今我们则通过方法论自相传授.”①

同时,更严重的另一种倾向也开始出现:定量学者不仅玩弄定量方法,而
且还玩弄数字游戏.实际上,长期以来,可重复性问题一直是定量学者的短

板,但他们却无力解决.相反,他们日益染上一个“痼疾”———“P值崇拜”或“P
值依赖症”.“P值”是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左右由英国统计学家罗纳德费歇尔

(RonaldFisher)发明,“P值”本来并不意味着“一种确定的检验”,而只是表明

一种可能性,但现在却被定量学者异化为一种“有根有据的决策过程”———“P
值＜０．０５”已经变为神话———因为“统计是显著的”.针对此种局面,斯蒂文
古德曼不无遗憾地指出,“P值从没想到会像今天这样被使用”.② 后来,“P值”
渐渐地沦为定量学者的“学术蚊子”(academicmosquitoes),因为“其虽讨厌却

也无法驱赶”;也有人将“P值”称之为“皇帝的新装”,因为“其充满很多问题,但
每个人(指定量学者)都无视它”;甚至还有人还将“P值”贬低为“没有生育能力

的知识放荡者”,因为其既不能解决实际的政治问题,又无力去创造新理论.③

事实上,数据仅仅意味着研究的开始,而不是研究的终结,更不是研究的

目的.从一定意义上来说,“P值崇拜”强化了定量学者的自我欺骗意识,以至

于有人干脆将其称之为“P值篡改”(PＧhacking).

２．定量研究日益小众化.２１世纪以来,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大数据的兴

起,一些定量学者不仅喜欢坐而论道,而且还热衷于发明各种新方法.结果研

究方法出现雨后春笋之势,诸如各式实验方法、形式模型、机器学习和软件开

发等应运而生,其复杂性也越来越高,但是,懂得和使用的人却越来越少.换

句话说,定量研究方法正在变得日益小众化.
(１)职业化倾向.如果说过去方法论只是一种业余爱好的话,那么现在则

是一种职业,因为方法越复杂,则能够精通的人就越少.于是,西方政治学界

开始出现专门的方法论学者(methodologist),并已经成为一种新职业.该职

业的主要职责是教授方法(methodsteaching)和方法研究(methodsresearch).
当然,没有人是天生的定量方法论学者,这也常常是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,需
要付出诸多的辛勤和汗水,他们需要:a．经常阅读定量专著和论文,并参加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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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ReginaNuzzo,“StatisticalErrors,”Nature,Vol．５０６,February２０１４,p．１５０．
Ibid．,p．１５０．
Ibid．,p．１５０．



际方法论研讨会;b．定期参加方法论学术会议(特别是“美国政治方法论学会

年会”“美国政治学学会方法论分会”“美国东西海岸实验方法会议”“英国因果

推理会议”等);c．正式的会员资格(比如是美国政治学会会员);d．注重社会互

动(比如与其他方法论学者开展学术交流);e．开展研究(比如撰写方法论研究

论文);f．出版(比如向«政治分析»投稿).总之,方法论学者是一种职业,也是

一种身份认同.①

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托马斯里皮尔(ThomasJ．Leeper)指出,说自己是

“定量方法论学者”本身就意味着自己职业的价值和职业的市场竞争力.②

然而,针对这种方法论学者不研究实际政治问题的发展倾向,西方政治学

界也颇多争议,认为他们虽然发明和引进了很多新方法,但对本学科却知之甚

少.定量方法论学者则反驳说在政治科学家(politicalscientist)和政治工程师

(politicalengineer)之间,他们自然更倾向于后者.他们宣称,科学家提出抽象

问题而并不急于解决,但工程师则专门解决问题.因此,构建新的统计模型和

开发新的软件包便成为他们的主要工作内容和学科使命.结果,政治学的工

程导向便日渐明显,当然也越来越像统计学的一个分支.③

(２)男性圈子化倾向.物以类聚,人以群分.一个“方法论社群”已在西方

政治学界形成,他们是共同拥有一整套技术特别是统计学和数学背景的社群,
他们要经常参加方法论大会,特别是“美国政治学方法论年会”(POLMETH)
及地方的方法论会议(比如“圣路易斯地区方法论会议”和“美东政治学方法论

会议”),用美国著名导演伍迪艾伦(WoodyAllen)话来说就是“露脸是最重

要的”,一种圈子文化则隐然可见.④

２０１４年,美国政治学方法论年会上的一则轶事很能说明问题.在第一天

以“社会多样性圆桌会议”为主题的午餐会上,一名女性学者发言,在问答环节

一名男性教授非常傲慢地批评她所讲的“多样性”其实是“根本不相关的”,并
进而怀疑这名女性学者的方法论训练“还停留在本科生水平”.一位与会者立

即回应说,“政治学方法论又不是发射火箭,没什么数学基础也完全可以掌握

啊!”听闻此言,另一名男性学者也附和说“对呀,确实是这样呀!”然而,意想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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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的尴尬局面出现,此时整个会场都对其投以“鄙夷的眼神和奚落的嗤笑”.①

美国政治学方法论年会常常充满火药味.据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政治学教

授查尔斯富兰克林(CharlesH．Franklin)回忆,早在１９８４年的第一届年会

上,与会代表就吵翻了,当时气氛非常紧张,代表们唇枪舌剑、针锋相对,话语

中充满了“尖锐的批判”和“有伤颜面的抨击”.② 由于受到打击,很多人不再参

加美国政治学方法论年会.据统计,现在参加美国政治学方法论年会的女性

学者,大多数是新人,很多资深女性学者都不再与会,“说明先前的很多女性学

者已经退出协会”.③ 于是,女性学者代表性不足和“性别鸿沟”问题便日益凸

显.针对这种不幸的状况,美国爱荷华大学政治学教授萨拉米切尔(Sara
McLaughlinMitchell)和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克里斯托弗亚琛则指出:
“将政治学降为围绕数学工具的争吵———一个特别大男子主义的典型态度是

‘我的样本比你的大得多’———这势必将继续保持该学科的男子主导特色;这
不仅吓走了定性学者,也让简单的定量学者(非复杂模型定量)望而却步.事

实上,当研究问题屈从于研究方法,当方法论讨论变得咄咄逼人和吹毛求疵而

不是互惠合作与富含建设性之时,人们也只能退避三舍了.”④

问题是如何才能要把女性学者重新带回会场? 对此,有人给出了建议:美
国政治学方法论年会必须放弃“不必要的严厉”和“非建设性的”态度,要构建

“更少的敌意和鼓励性的氛围”,并要注意避免对抗性的和人身的攻击.⑤ 然

而,女性学者对这些“定量方法论学者”却信心不足,为了与美国政治学方法论

年会对抗,她们在２００８年组织了自己的方法论学会并取名为“多视野方法论

会议”(VisionsofMethodology,VIM),显然对前者的狭隘耿耿于怀.与美国

政治学方法论年会的咄咄逼人不同,“多视野方法论会议”是“在友好的和积极

的氛围中”进行研讨.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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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．“正规科学”的“七大罪”.多年来,菲利普斯罗德一直是“反定量霸

权”的急先锋,但鲜为人知的是,他本人其实始终是一位定量研究者,因此,他
的观点受到定性和定量两大阵营的关注.

２０１３年,斯罗德在«和平研究杂志»发表题为«当代政治定量分析的七大

罪»一文,①列出政治定量分析的七宗罪:(１)贪婪:垃圾桶模型与多元共线性

问题.通常在超过三个自变量的情况下,研究者就很难进行数据分析并保证

模型的准确性,常常他们会有意地省略变量———给人一种非常“简单的感觉”
(thesenseofverysimple),因此结果的可信性也就受到了损害;(２)傲慢:在缺

少精确预测情况下的前科学解释.特别是在量化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里,有许

多学者喜欢做预测,比如,冷战时期关于美苏关系的预测、关于国际冲突的预

警和发展中国家政治不稳定的预测,但这些预测常常与实际结果大相径庭,究
其原因,是这些喜欢做预测的学者使用了有问题的线性模型,因此,他们便没

有充足的理由让人们相信他们的“零假设”是真实的;(３)懒惰:“发疯般地一再

重复,但期待不同的结果”.众所周知,可重复和可验证是科学方法一直孜孜

追求的目标,但也有风险———在不同环境、不同时间和不同文化背景下重复进

行类似的研究,在有些指标内涵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,有些数据的再运用可

能会出现很严重的问题,并进而造成研究结果的失真”;(４)欲望:运用复杂方

法,但未能理解最基本的假设.自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,西方政治学界越来

越热衷于复杂的研究模型,不屑于再进行简单的回归分析,常常喜欢一些复

杂、深奥的所谓高端模型(比如上文提到的SEM 模型),但常常却出现模型复

杂而结论简单的尴尬局面;(５)愤怒:如果数据会与你对话,你就是“贝叶斯人”
(Bayesian).不可否认,在过去十几年时间里,贝 叶 斯 方 法 (BayesianApＧ
proach)渐渐地被视为美国政治学研究里的高端方法,尤其是在美国政治学期

刊«政治分析»的大力提倡下,更使得这一方法“势如破竹”.然而,这一方法在

数学和计算上过于复杂,结果很多研究问题在经过多重的数学模型推导之后

便渐渐地丧失了本来的面貌;(６)贪多:线性模型已经够了! 事实上,在过去

２０多年的西方政治学研究中,“统计的单一文化”已经形成,结果是几乎所有政

治学研究都统计化了,但单一文化的最大不利是压抑多元化;(７)嫉妒:混乱的统

计控制和实验控制.政治学研究一直醉心于实验研究(实际上是一种对科学的

嫉妒),并且在西方有悠久历史,但由于政治现象往往非常难以进行实验(比如,

５３１

西方政治学界对于“定量霸权”的反思与批判

① PhilipA．Schrodt,“SevenDeadlySinsofContemporaryQuantitativePoliticalAnalysis,”Journal
ofPeaceResearch,Vol．５１,No．２,２０１４,pp．２８７Ｇ３００．



民主、革命、社会运动等),结果西方政治学者便将控制实验转向控制数据.①

人们在读完斯罗德的“七大罪”后往往会认为此人一定是位极端人士,但
据斯罗德说其实在先前的版本中一共列举了政治定量分析的２０多宗罪,但最

后他还是“仁慈地”将其减少到七宗.此外,自从２０１０年以来,斯罗德还在多

个场合宣扬自己的观点,他发现,３５岁以下人士喜欢,４５岁以上人士仇恨,而
介于３５—４５岁之间的人士则模棱两可,因此,他说自己可以“谨慎地乐观”
了.② 客观地讲,斯罗德所讲的“政治定量分析七大罪”都是真实存在的,并不

是他本人的虚构.其实,对于这些研究中的缺陷,斯罗德还是很宽容,用他自

己的话说,毕竟“有人有孩子要养活,有父母要照顾,有卷毛狗要喂养,或者面

临着终身教职的评审”,所以,他总是手下留情,结果让这些不正常的定量研究

也日渐变成“正规科学”.③

三、政治学研究应该在方法上彼此借鉴

虽然,在每一种研究方法内部都是畅通的和富有建设性的,但跨方法交流

相当困难.随着时间的推移,两种方法之间的对抗与矛盾日益激化.早在

１９８６年,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保罗奥朗德(PaulW．Holland)就注意到,
定量研究学者与定性研究学者之间“老死不相往来的现象”,对此,他深表忧虑

地指出“两者之间已经不幸地出现了不可逾越的鸿沟”.④ 针对两种方法之间

愈演愈烈的冲突,很多西方政治学者都希望两者之间能够和谐共处,取长补

短,发挥彼此的特长并进行综合研究.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杰克莱维

(JackLevy)建议,“在政治学研究中,必须开展跨方法对话”.⑤

(一)互补论与混合方法

尽管,定量研究看起来非常简洁,但往往会遇到很多个变量而案例又特别

少的情况,比如:革命、战争、民主转型等,甚至有些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案例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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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化方法又怎么能够胜任如此复杂的研究呢?
与«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»要求定性研究必须向定量研究看齐不同,

１９９１年,大卫科利尔呼吁,为推进学术发展应该将统计方法与小样本研究结

合起来,并要加强两者之间的沟通与交流.① １９９５年,西德尼塔罗提倡两种

研究方法之间应该有“更高程度的方法论整合”或者“方法的混合”.②

２００５年,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伊万利伯曼(EvanS．LiberＧ
man)提出“混合研究方法”的统一模式,为此,他还专门发明新术语“嵌套分析”
(NestedAnalysis).③ 在利伯曼看来,“嵌套分析”可以把定量研究的多案例分

析与定性研究的深入个案分析结合起来,这样便发挥了两种方法的各自优势.
具体的程序是:先进行“大样本分析”(LNA),如果假设成立则进行“小样本分

析”(SNA),以检验假设;如果假设不成立,则进行“小样本分析”以便发现新模

型并加以再检验.④ 值得指出的是,利伯曼并不赞同«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»
一书中所认为两种方法只有一种研究逻辑的观点,他认为,两种研究方法实际

上是互补的.因此,“嵌套分析”在于发挥两者互补的优势,而不是在于“提倡

一种单一形式的研究”.⑤ 由此不难看出,利伯曼虽然在形式上也主张两种研

究方法的混合,但与«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»中的观点不同,他依然承认两种

研究方法各有自己的研究逻辑,可以在研究的不同阶段发挥各自独特的作用.
很明显,利伯曼所秉持的是方法论多元主义的路径,体现了一种跨方法交

流与合作的思维.长期以来,虽然定量研究者与定性研究者相互怀疑对方的

因果推理过程,但混合方法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,因为这种思路实际上是在

打破两者之间相互隔离的坚冰.

(二)两种文化论

与互补论相似,２０１２年,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政治学教授盖瑞戈尔茨

(GaryGoertz)和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教授詹姆斯马洪尼合著的«两种文化

的故事:社会科学中的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»一书出版,这是一本不遗余力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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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推动两种研究方法和解的著作.该书核心观点认为,一个首要前提是必须

摒弃«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»一书中对定性研究的“粗暴判决”,即一定要承

认两种研究方法之间的区别与分歧,正如他们这本著作的标题所展示的那样

“(它们)是两种文化”.① 该书开篇指出:“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具有不同的研

究范式:每一个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、信仰和规则,每一个都有自己独特的研

究程序和实践”,而所谓的两种研究方法的歧异与对抗“究其根本是文化的冲

突”.② 同时,与«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»中所认为的只有一种研究逻辑不同,
两位作者认为,不同文化有不同的推理逻辑,两者之间的分别其实是“根本的

使命本来就不同,而绝不是什么数据问题”.③ 具体来说,可以分为三个方面:
(１)定性与定量研究的差别并不是数字与话语的差别,而是因有不同的数学基

础:定量研究建立在统计推理(特别是概率论与统计学)基础之上,而定性研究

则扎根于逻辑学与集合论(settheory)之上.④ 具体反映在研究手段上,定性研

究是“案例导向的研究”,侧重于概念的定义,研究手段是“语义学方法”即用数

据来阐明概念的意义;而定量研究是“总体导向的研究”,侧重于概念的测量,
研究手段是“统计学方法”即用数据来测量变量.⑤ (２)在研究形式上,定量研

究通常随机选择案例进行研究,而定性研究总是选择特定案例来进行分析.
总体上来说,定量研究是“大样本分析”(LargeＧNAnalysis,LNA),通常是“跨
案例分析”;而定性研究则是“小样本分析”(SmallＧN Analysis,SNA),通常是

“案例内分析”.⑥ (３)在研究逻辑上,定量研究是“由因求果”(Xs→Y,effectsＧ
ofＧcauses),而定性研究是“由果求因”(Y→Xs,causesＧofＧeffects).⑦ 两位作

者的结论是,“(两种文化论)并不是要造成两种方法之间的分裂,相反是为了

促进两种范式之间的交流(但要首先承认差异以及彼此之间的优缺点),但两

者之间并无优劣之分,它们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都应有自己的天空”.⑧

这本专著还从本体论到认识论,从方法论再到实践论上对«社会科学中的

研究设计»进行釜底抽薪般的解构.可以说,«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»的理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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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厦已经轰然倒塌———“方法论多元论”彻底地击败了“方法论一元论”———无

论从常识还是从实践上看,«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»所倡导的“定量霸权”都
已经无法自圆其说.正如巴特尔斯曾经批评的那样,«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

计»一书不过是一部“无法兑现承诺的定量帝国主义而已”.①

值得指出的是,«两种文化的故事»还是对定性研究合理性的一次系统性

声辩.两位作者理直气壮地捍卫了定性研究方法,在他们看来,只要机制还是

一个黑箱,那么,定量研究得出的结论便非常可疑.定量研究得出的结论必须

用“过程追踪”去发现机制,否则,便没有任何的合法性.② 然而,机制并不是一

个普通的词汇,按照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社会科学哲学教授马里奥  本格

(MarioBunge)的论述,科学研究的终极任务就是发现事物(或系统)的机制.③

而伦敦大学社会科学哲学教授罗伊巴斯卡(RoyBhaskar)则把机制放在本

体论的地位,认为科学研究就是要发现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(empiricalinvarＧ
iance),即机制.④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,戈尔茨与马洪尼在这本书的最后一行颇

富激情地写道:“社会科学(势必)将会迎来最激动人心的年代!”⑤

(三)寻找出路:抛弃单向思维

鉴于过于定量化的现状,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政治学教授黎恩塔哥

波纳(ReinTaagepera)的反思颇为沉痛,他认为过度的定量化“像癌症一样侵

蚀着社会科学”.⑥ 在２０１７年政治学“卡尔多伊奇奖”(KarlDeutschAward)
的获奖感言中和随后根据这篇发言改作的学术论文中,塔哥波纳指出,“社会

科学应该两条腿走路”,但不幸的是“(在实际中)社会科学一直试图单腿跳

行”.⑦ 在他看来,政治学已经“比半个世纪前的科学性大为下降”,现在的政治

学由于一窝蜂搞形式模型建构,结果充斥着大量的“无脑统计数据的处理”,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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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,政治学也越来越像一门伪科学.①

无意义的统计,不仅不会给政治学带来任何启示和进步,而且还会将有意

义的研究变得模糊不清.因此,方法论多元主义成为克服“定量霸权”的良药.

２００３年,美国政治学协会开始设立“定性与混合分析法分支”(Qualitativeand
MultiＧMethodResearchsSection).２００７年,«混合研究法期刊»(Journalof
MixedMethodsResearch)创立,成为方法论多元主义的标志性产物.② 换句话

说,政治学研究再也不能“单腿跳行”了! 甚至作为«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»
三位作者之一的罗伯特基欧汉也加入到反思潮流之中,在２００９年的一篇论

文里,他承认在寻找因果机制方面,案例分析和分析性叙述有着相当的优势.③

循着相似的批判思路,清华大学庞珣教授认为,两种方法之间应该开展对

话、交流思想以便于应对共同的学术挑战 .④ 尤其是在社会科学经历大数据

革命后,更应该模糊不同方法之间的界限,因为很多大数据其实并不是直接的

数据,而是文本、录音、视频和图片等.因此,在庞珣看来,两大阵营不是结合,
而应当是融合,唯如此才能拥有共同的未来.⑤ 换句话说,大数据革命抹去了

不同方法之间的界限.
学者的学术反思是相对容易的,但更重要的其实是行动.在反击“定量霸

权”这个问题上,美国的«政治分析»无疑走在最前列.２０１８年１月２２日,该刊

在其官方“推特”(Twitter)账号上宣布:“从今年开始本刊全面禁用P值”,因为

“P值本身无法提供支持相关模型或假说之证据”.鉴于该刊以刊发量化模型

研究论文著称,西方政治学界普遍认为此举意义重大,势必引起其他刊物的跟

进而引起连锁反应.同时,也有学者在随后的跟帖中声称,此举也是对“虚假

定量科学”沉重的一击.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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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　　语

在过去的几十年里,定量研究学者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,但其局限也让

人无法忽视.也许,在这方面最让人感到遗憾的是,他们往往根据研究方法和

搜集到的数据来选择研究问题,而不是沿着通常的学术程序:先选择研究问

题,然后再选择研究方法和搜集数据.正如马洪尼所批评的那样,这犹如醉汉

在灯柱下面寻找丢失的钥匙一样荒谬———“因为这里的灯光是最亮的”.① 当

然,也不能忽视定性研究方法的不足.事实上,观察式研究(定性研究)常常让

人怀疑,这也是促使定量研究学者转向大数据研究的原因.然而,在实践中,
定量研究也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端———不利于理论发展,它的强项是验证

真伪,但如果没有理论的进展,那么,所谓的“推进政治学研究发展”也就成了

空谈.因此,为了政治学学科的健康发展,政治学者必须要摆脱对特定方法论

的盲目崇拜,要避免被方法论(尤其是定量研究方法)牵着鼻子走的现象.
政治学者要以问题为导向,要以问题去选择研究方法,而不是相反.不管

是定量研究方法,还是定性研究方法,两者均要服从于研究目的这个核心.复

旦大学唐世平教授认为,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都要服从研究问题这个导向:问
题是不是真实的? 问题是否重要? 问题的提出是否妥当? 实证假说是不是基

于理论之上? 以及数据的可靠性等,而最后才是具体方法的使用.②

同时,也要知道没有现成的原则可以一统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,其实定性

研究和定量研究之间存在着广阔的对话与合作空间.只要本着相互理解与尊

重的原则,这两种研究方法之间便合则两利,否则,如果被偏见遮蔽了心智,那
么,这两种研究方法之间必然会斗则两伤.因此,各种研究方法之间应该和谐

相处,取长补短,相互启发,相互促进.正如西德尼塔罗所指出:“应该在‘定
量—定性鸿沟’之上架桥.”③只要两种方法彼此尊重对方,不戴着有色眼镜去

看待对方,“定量—定性鸿沟”是完全可以避免的.唯如此,政治学学科的发展

才能前途无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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